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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东京分盟刊物上的两篇特殊来稿

赵路平

摘 要：1930 年代中前期的东京，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左翼文艺的汇交地。 中国

大陆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台湾岛内的台湾文艺联盟，因“左联”东京分盟和“文联东京支部”而在

域外相遇。 台湾作家张文环的《台湾的创作问题》和台湾诗人吴坤煌的《现在的台湾诗坛》这两

篇来稿，既见证了特殊历史时期两岸青年在域外进行的文学交流活动，也反映出 1930 年代中

前期台湾文学的新状况，同时又体现了在日本文坛影响下，部分中国大陆和台湾旅日青年所

秉持的一种较为开放的左翼文学观。
关键词：“左联”东京分盟；“文联东京支部”；张文环；吴坤煌；左翼文学

“左联” 东京分盟的成员林林在一篇回忆录

中说，“左联”东京分盟在文学活动上做了四项工

作，其中一项是“和与祖国分离的台湾文艺 青年

合作，我们的刊物登了张文环的《台湾创作问题》
（《杂 文》第 一 期），吴 昆 煌 的《现 在 的 台 湾 诗 坛》
（《诗歌》第四期），台湾朋友又选择较好的作品译

为日文，送到日本文学杂志刊登”①。 林林的这段

回忆表明，在 1930 年代的日本东京，大陆与台湾

的左翼青年有过直接的文艺互动；并且在中日左

翼文艺的交流活动中，台湾左翼青年也以中介的

力量参与其中。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林林的回忆

出现一些错误：《台湾创作问题》应为《台湾的创

作问题》，吴昆煌应为吴坤煌，《现在的台湾诗坛》
应该是连载于《诗歌》第三、四期。 本文发掘这两

份历史文献，意义在于：一、它们是两岸青年在特

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域外交流的证明；二、我们

可以从中了解 1930 年代中前期台湾文学的新状

况；三、两位作者在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文学时

表露出的文学观，为我们大陆的左翼文学研究提

供了一种新参照和新视域。

一、 写作背景：1930 年代中前期的东京———
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左翼文艺的汇交地

1930 年代中前期的东京，是帝国主义反苏战

线全面形成后，东亚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谷的一

个缩影。 “左联”东京支盟的负责人林焕平对“左

联”东京支盟的成立有过如下回忆：
1933 年 9 月，我动身去东京。 临行之前，

党组书记周扬同志找我谈话，交代我一个任

务：恢复“左联”东京支盟。 他说，日本东京本

来有一个“左联”支盟，是由喜欢写作或翻译

的留日学生组成的。 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

后，留日的“左联”盟员都回 国了，只有孟 式

钧一人没有回来。 他把孟的地址给我，要求

我 和孟联系， 找 些有志于 写作的可 靠 的 同

志，把“左联”东京支盟恢复起来。 ②

林焕平的这段回忆告诉我们，“左联”东京支

盟并不是在他去日本之后才成立的，而是在此之

前就曾存在过，但是后来解散了。 林焕平这次去

往东京，是要将这个组织重新恢复。 之前的那个

“左联”东京分盟刊物上的两篇特殊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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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支盟，是 1931 年叶以群受冯雪峰的委托在

东京组建成立的①，成员有谢冰莹、任钧、孟式钧、胡

风等留日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叶以群在东京参

加了大规模的留学生爱国反日活动，遭到日本警察

的追踪监视，被迫回国。 之后，谢冰莹、胡风、任钧等

人也相继回国，只剩孟式钧一人留在东京。 林焕平

在东京与孟式钧取得联系后， 便着手准备恢复工

作。 他们首先拜访了日本左翼作家江口涣，以了解

日本的形势。 江口涣向他们作了以下介绍：
资本主义经济大恐慌尚未复苏，日本军

阀对外加紧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妄图在侵

略战争中寻求解脱恐慌的出路。 对内加强法

西斯统治。 对 日共和左翼 文化界镇 压 很 严

酷。 1928 年“三·一五”大逮捕以后，日共就濒

于溃灭的状态。 左翼文化团体很难活动，他

们改变了方式，以办 同人杂志 的形式，一个

杂志团结一 批人，组织形 式比较松散，却又

是有核心，这样开 展活动，应付 日本法西斯

的压迫。 当时有 《文化集团》、《日本诗歌》、
《唯物论研究》等杂志。 ②

江口涣所说 的 1928 年“三·一五”大 逮 捕 是

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和无产阶级 运动进行的

大规模暴力镇压。 这次暴力镇压一方面极大地削

弱了日本的左翼势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时四

分五裂的无产阶级文化艺术运动的统一，“全日

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应运而生。 这个机构共有

六个部门，即文学部、演剧部、美术部、音乐部、电

影部和出版部③。 同年 12 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

术联盟”临时大会决定将这六个部门改组为日本

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日本

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日本无产阶级音乐同盟、日本

无产阶级美术同盟等五个独立团体，并将“全日本

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改名为“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

团体协议会”。 翌年 2 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正式成立。 该组织与“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左联”东

京分盟的关系十分密切。 任钧回忆说，他们当时组

建分盟的目的“一则为了跟‘左联’取得经常联系，
以便互通消息，不致跟国内文坛疏远、隔绝；二则也

借此可以跟日本的革命文学组织‘日本无产阶级作

家同盟’及其所属进步作家取得联系”④。 分盟的成

员们经常参加“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会议和

集会，并向他们赠送了《拓荒者》《文艺新闻》等国内

期刊。 任钧和叶以群还分别访问过秋田雨雀、小林

多喜二、中野重治、森山启等日本左翼文坛的重要

作家，并写有访问录。 但就是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

同盟”正式成立的这一年，日本当局对《治安维持

法》进行了局部修改，规定“具有反对天皇制度和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思想者， 不论有无此种行为，
均构成犯罪”，并将刑罚加重至死刑，“因此，它又

被称为‘危险思想法’”⑤。
1931 年 11 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协

议会”解散，“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成立，这是

一个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 动相统一的 协议机

构。 该机构成立后，“运动一时出现了团体组织扩

大，定期刊行物发行部数猛增等前所未有的高涨

局面”⑥。 然而好景不长，1932 年 3 月到 6 月日本

当局针对 “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 进行 “大检

举”。包括藏原惟人、中野重治、村山知义、贵司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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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央机构领导在内的四百多人被捕入狱。小林多

喜二也于次年 2 月被捕，并被迫害致死。 中野重治

等众多左翼作家被捕后发生了“转向”，承诺不再进

行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这种“转向”的情形是复杂

的，有的人真的转向了右翼，有的则躲进了象牙塔，
而以中野重治为代表的其他作家却继续用文学的

方式在有限的合法空间内进行斗争。
到了 1933 年下半年， 也就是林焕平来到东京

重建“左联”分盟的时候，“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
等组织的活动已经几乎处于停止状态。 1934 年 2
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发表《解体声明书》，最

终被迫解散。 也就是说，“左联” 东京分盟的恢复重

建，正值日本左翼运动由盛转衰之际，开展活动变得

十分困难。 因此，他们“遵照江口涣的启示，决定以办

同人杂志的形式，开展活动。 支盟既然是文艺组织，
也应当办杂志，让大家练习写作和翻译”①。

最先创办的 是《东流》月刊，于 1934 年 8 月

创刊。 之后又在 1935 年先后创办了《杂文》与《诗

歌》。 《东流》是在东京编辑，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发行。 《杂文》第一期也是这样，但是“由于内容比

较尖锐泼辣，在国内反响较大，也引起 了国民党

反动派的注意”②。 于是从第二期开始，《杂文》改

为在东京编印，再寄回上海发行。 这样做的实际

效果却是受到了日本警视厅和 国民党两方 面的

注意。 在出版第四期的时候，杂志同人们采取郭

沫若的提议，将《杂文》改为《质文》，仍在东京编

印后再寄回国内发行。 《诗歌》杂志虽是在东京出

版发行，但由于它是中文刊物，所以读 者群主要

还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群体。
日本的政治形势不仅制约并型塑了 “左联”

东京分盟的活动方式，对台湾左翼留日青年的活

动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 1932 年日本政府针对

“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进行的“大检举”殃及

到 了 台 湾 留 日 学 生 刚 组 建 不 久 的 左 翼 文 化 团

体———“东京台湾文化同好会”。 张文环、吴坤煌、
王白渊等成员被捕入狱，“同好会”被迫解散。 张

文环、吴坤煌等人出狱后成立的“台湾艺 术研究

会”也改变了以往激进的路线方针，转为 进行较

为合法稳健的文学抗争。 其机关杂志《福尔摩沙》
上发表的作品包括了多种创作方法和 “主义”思

想，这使其更像是文艺爱好者的同人杂志。 第二

年，“台湾艺术研究会”与台湾岛内的“台湾文艺

联盟”合并，“台湾艺术研究会”改名为“文联东京

支部”，机关刊物为《台湾文艺》。 此后直到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文联东京支部”与“左联”东京

分盟之间进行了密切的文学与文化交流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 包括张文环与吴坤煌在内的

“台湾艺术研究会” 的成员都是在日本占据台湾之

后出生的青年人，“无论是‘台湾艺术研究会’同人

或者《福尔摩沙》杂志本身，都几乎与前此的台湾文

艺界没有直接关联”③。 他们自幼接受日文教育，又

在日本留学多年，日语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首

选语言。 张文环与吴坤煌在向大陆读者介绍台湾文

坛的这两篇文章中，不再强调必须用汉语进行文学

创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放弃了自己的民族

身份和抵抗殖民统治的文化立场，他们在国际主义

的左翼思想中寻找到了另外一条对抗殖民统治的

道路，民族性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台湾的创作问题》④：台湾文学语言的转变

发表于 1935 年 5 月《杂文》第一期的《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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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环著，杜宣译：《台湾的创作问题》，《杂文》，1935 年 5 月第 1 期。 下文中对《台湾的创作问题》一文的引用均

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释。

创作问题》， 是由张文环用日语写成之后， 再由

《杂文》的编辑杜宣翻译成汉语刊登出来。 张文环

是日据时期台湾重要的日文作家，生于 1909 年，
公学校毕业后于 1927 年 到日本冈 山中学读书，
1931 年进入东洋大学文学部，1932 年因“东京台

湾文化同好会”被捕入狱而辍学，1933 年在《福尔

摩沙》创刊号上发表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落蕾》。
所以张文环为《杂文》写作《台湾的创作问题》时，
还只是一位刚登入文坛不久的年轻人。 也正是因

为年轻，他在这篇文论中传达出一种与以往的台

湾文学不同的思想观念。
张文环在文 章的开头写 道：“虽然是落 后的

台湾精神文化运动，近一二年来却很盛旺的在发

展着， 但是这是像失了练习场的运动会一样，被

建立了的计划，到中途若不把方针改变，终 于会

衰落的。 ”①“近一二年来”指的应该是“东京台湾

文化同好会”“台湾艺术研究会”“台湾文艺联盟

东京支部”等组织的成立与相关活动的开展，“中

途改变方针”应该是在说 1932 年“大检举”之后，
日本国内的左翼运动（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左翼

团体在内）从社会政治运动转向合法稳健的文学

抗争。 张文环在这里要谈的中心问题，就是转向

之后台湾文学所面临的困境和解决办法。
张文环认为 台湾文学运 动的出发点 是 政 治

经济运动，政治经济运动虽然失败了，但 是文学

运动却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于从前文学 的对封

建时代的不关心是被打破了，对于一般文化研究

之必要也觉悟到了。 而开始有对于苦痛生活中的

种种烦恼所发泄出来的作品。 ”这些改变指的应

该就是在《福尔摩沙》与《台湾文艺》上刊登的文

学作品，与之前的台湾文学相比变得丰富多样起

来。 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台湾文学遇到了一个

急需解决的难题，即“用日文创作呢？ 抑或是用汉

文创作呢”，张文环觉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若 是 要 把 我 们 的 真 正 生 活 描 写 出 来 的

话，那就非用汉文不可，否则的话，则对于我

们 的生活感情 和种种的风 俗的细微描 写 是

表现 不出来的。 但 是我们要努 力用汉 文 的

话，那么读者们也非读汉文不可。 但现在台

湾青年们是多半没有汉文读的。 从老年，中

年，少年，以至于幼年各阶层一想的话，那么

汉文和日文都成了必要的了。 因此不用日文

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必然的发生了。
为了满足台湾各个年龄阶段的读者需要，汉

文和 日文在 1930 年 代 初 至 1937 年 的 台 湾 文 学

中都有存在的必要： 汉文是 台湾自己的 民族语

言；日文虽是殖民者强加给台湾人民的，“台湾青

年们是多半没有汉文读的”也却是客观事实。 然

而用异族语言创作出来 的文学还能 算是台湾文

学吗？ 张文环也提出了相同的疑问，这就涉及台

湾文学的定位：要将日文创作“盛入 台湾文学之

中”，就要“在不能无视作者生活的限度内”在“日

本文坛和中国（大陆）文坛之间来开展台 湾文学

的计划”。 那么这种做法可行？ 张文环分析道：
但 是 究 竟 日 本 文 坛 能 够 收 容 我 们 的 作

者吗？ 这样的日本文坛闯入者从经济的或者

从日本文坛宏大处看起来，这件事对我们是

不可能的。 至于来延入中国（大陆）文坛的这

件事，在我们 现在的事实 上，并不是这 样容

易被考虑的。
日本文坛并 不会因为台 湾文学用 日 文 创 作

就接纳它。 这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用日文进

行写作的台湾作家并不会因 为使用了 异族语言

而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二是殖民者的语言同化

政策并不会让台湾人因 使用日语而 获得与日本

人一样的平等地位，日本与台湾在经济上永远是

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而中国大陆与台湾分离已

久，1930 年代以后台湾文学使用日文创作的作品

越来越多， 进一步加大了两岸文学交流的难度。
那么， 台湾文学的语言难题到底该怎样解决呢？
张文环给出的解决之道是成立“一个坚实的文化

团体”，这个团体要做的就是“像中野重治氏说的

一样，汉文的作品用日文翻译出来，日文 的作品

用汉文翻译起来这样来供给各读者层”，而“产生

这 种 供 给 的 机 关 不 就 是 我 们 当 前 先 决 的 问 题

吗”。 “因为超过了编者被指定的字数”，文章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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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1935 年 5 月第 1 期，《杂文》（《质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设置“特辑”栏目，“登在这一栏里的，是几个外国

的作者，专为本刊而写的一点小文章。 这并非为了别的，不过想籍此使我们的读者，或可多知道一点世界文坛的

动静，各国作家的生活状态等等：由他们自己来写，总比较我们观察得切实些；也希望他们肯直接向中国读者发

表他们的意见，主张，和‘作品’，这于读者们，也许更能感到兴味，较有利益的吧，———虽然这都是短短的东西。 ”
见《杂文》，1935 年 5 月第 1 期，第 15 页。

② 计璧瑞：《论殖民地台湾新文学的文化想象———在日文写作中》，《台湾研究集刊》，2010 年第 1 期。

③ 吴坤煌：《现在的台湾诗坛》，《诗歌》，1935 年第 3、4 期。 下文中对《现在的台湾诗坛》一文的引用均出自此处，不

再一一注释。

便结束了①。
张文环之所 以提出汉文 与日文并存 的 语 言

观， 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层对语言有不同的要求，
而用翻译的方式解决台湾文 学的困境 也是为了

满足各读者层的需要。 这一思想的本质，其实是

期许通过两种语言并存的 方式实现文 艺的大众

化。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大陆、中国

台湾和日本的左翼文艺界都 出现了有关 文艺大

众化的论争。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大陆、中国

台湾和日本的文艺大众化论争存有 一项重要差

异，即这些论争对文学创作的语言、文字的关注

程度并不相同。 语言与文字是中国大陆和台湾文

艺大众化论争的核心问题，而日本方面对此并不

关心。 对日本左翼阵营而言几乎无须顾虑的大众

识字和阅读能力，却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文艺

大众化首先需要攻克的难题。 对殖 民地台湾来

说，文学创作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字还关系到

日本同化政策下民族文化的保存问题。 台湾的论

战双方最后决定采用汉字口语书写， 并于 1934
年成立“台湾文艺联盟”以释前嫌、团结抗日。 然

而，此时台湾的留日作家却很少有人能用汉字进

行书写，因此，张文环提出了与岛内作家不同的

文艺大众化道路。 从“台湾文艺联盟”的机关刊物

《台湾文艺》 以及其他的台湾主流报纸刊物都采

取中日文并用，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台湾文

学语言问题的复杂性。
用日语写作 并不代表台 湾留日作家 的 民 族

立场发生了改变。 他们在不得不转换语言的情况

下，选择跨越语言层面，从文学创作所 传达的思

想和情感中表明自己的民族性。 但是与中文写作

相比，“日文写作仍然在想象领域的拓展、想象方

式的多元等方面显示了与中文写作的差异”②。 受

篇幅限制，张文环并未进一步介绍当时在台湾留

日作家的文学创作情况。 对此，我们可以从吴坤

煌《现在的台湾诗坛》中做更多的了解。

三、《现在的台湾诗坛》： 摆脱形式束缚的左

翼文学创作观

与《台湾的创作问题》不同，《现在的台湾 诗

坛》是吴坤煌用中国白话文写作而成的。 以东京

“左翼”诗刊《诗精神》为中介，吴坤煌与“左联”东

京支盟诗人雷石榆有过密切交往。 二人经常参加

《诗精神》同人举办的集会，并多次在该诗刊上发

表作品。 吴坤煌还介绍雷石榆与另外一位支盟诗

人魏晋向《台湾文艺》投稿，促进了祖国与台湾旅

日青年的文学交流。 《现在的台湾诗坛》一文便是

吴坤煌为回应雷石榆发表于《台湾文艺》2 卷 6 号

上的 《我所切望的诗歌———批评四月号的诗》而

作。
吴坤煌在文 章开头先肯 定了当下 台 湾 文 学

积极的一面：“对于已往无批判地粗制 滥造的自

己作品，深深的加以思虑的倾向，浓重起来”，“同

时，盲目着作家们的一般大众，在那比 小说被轻

视，甚至于被忘记了的诗底领域上，感 到兴趣”。
“而以诗作为自己底问题，对于诗底批判的种种，
反映到新闻和杂志上去，也是可喜的事”③。 随后

指出台湾诗人在创作态度上的不足：“正如雷 石

君榆曾经指摘过的一样，紧抱着感伤的、长叹的、
或者是恋爱的醉吟、身边的琐事之类，这不过 是

暴露他们喘息于现实的泥沼中而 不能翻身 的无

定见和无自觉的丑态。 ”
雷石榆因不满 《台湾文艺》1935 年四月号上

刊登的诗歌而作《我所切望的诗歌》，他说：
台湾的作家们啊！ 诗人们啊、体验得比

我观察更明 晰的压在你 们的头上 的 现 实 的

“左联”东京分盟刊物上的两篇特殊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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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石榆：《我所切望的诗歌———批评四月号的诗》，《台湾文艺》，1935 年 6 月第 2 卷 6 号。 下文中对《我所切望的

诗歌》一文的引用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注释。

②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鲁迅和日本文学》，陈秋帆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1980
年版，第 51—52 页。

③ 北冈正子著，李冬木译：《关于〈日文研究〉杂志———与左联东京支部文艺活动之关联》，《东岳论丛》，2013 年 3 月

第 34 卷第 3 期。

枷锁、和在那 枷锁下的大 众生活、以及 和世

界的矛 盾尖锐化的 现阶段的 种种关系 不 可

分离性底 诸样事象不 是清清楚楚 的缠 在 你

们的身边么？ 然而作为诗人的你们、为什么

在无关 的现实的 题材的棚下 隐着身低 唱 着

时代无关痛痒的调子呢？ ①

雷石榆“所切望的诗歌”的标准：
那就是现实地写、 在大众生活中择出所

要表现的主题、艺术的形象化地、言语的简明

地、用鼓动的情热、流贯于诗的行句之间。对于

社会发生的事象、 要究明其所以发生的主因、
并明示粉碎那坏的结果的必然性。 同样对于

和那事象相反的事象也要指示那事实展开的

动向、在这点上我们也可尽力点应用革命的浪

漫主义的表现的。 当然写诗是不能这么机械

地在理论的形式上去兜圈子。 因为艺术家依

各各的才能、经验、智识程度和各个特殊性的

差异……所表现主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的、
但通过一致的世界观、产生出来的作品、都持

有历史的现实价值的。
总之，我切望 着表 现 大 众 的 生 活、社 会

的事件……等等代表现时代的现实作品。
雷石榆在这里特别强调诗歌创作的主题，至

于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手法，可以“现实地 写”，也

可以“尽力点应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因为“写诗是

不能这么机械地在理论的形式上去兜圈子”， 作者

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做其他选择。雷石榆尊重

诗歌作为一门艺术自身的特殊性，并非要将它限制

在一个框架内而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与 1930 年日

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关于艺术

大众化的决议》中的观点相近。《关于艺术大众化的

决议》中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形式的论述，首先强

调了“不能够认为‘这便是我们的形式’、‘这是唯一

的无产阶级形式’， 把形式限定于单一的模型之

中”。 因为 “某个作家创造了优秀的无产阶级形

式，这也终归只是一个优秀的形式罢 了，再也没

别的。 其他的作家同时地也能够创造适应自己题

材的优秀形式”，“适应着题材的多样性， 我们的

艺术也必然地富于多样性的”②。
但是到了 1930 年 11 月，在苏联召开的国际

无产阶级作家联盟代表会确认“唯物辩证法的创

作方法”为无产阶级文学至高无上的 准则，于是

中国“左联”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 也将其作

为自己的指导方针。 到了 1932 年，苏联文艺界开

始批判“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提出“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口号。 中国“左联”也随之进行调

整，曾宣传“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周扬，于

1933 年 11 月在《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

那篇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 命浪

漫主义”》，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

作方法。 与中国“左联”的反应不同，日本无产阶

级作家同盟却是因此而在组织内部“对按照‘唯

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来要求同盟成员作家表现

政治课题的领导部门， 暴发出不信 任感和批判

来”，致使“方法论问题和组织论问题 胶不可移，
并处在分散状态”③。 这也是导致日本无产阶级作

家同盟解体的主观原因。 摆脱了标准化的创作方

法的束缚，日本左翼文学活动因此变得丰富多样

起来，这种兴旺局面一直持续到 1937 年。
身处日本东京，并且经常与日本左翼文学团

体交流的雷石榆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感染，因而

与国内的“左联”领导者相比，他在方法论的要求

上要宽松一些。 但是雷石榆强调，无论用什么样

的表现方法进行创作，作者都应持有社会主义的

世界观。 吴坤煌在文学创作论上的观点与雷石榆

的相近，他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对包括语

言在内的表现形式则采取开放的态度。 在 1933
年《福尔摩沙》第 2 号上，吴坤煌发表《论台湾的

乡土文学》一文，论述了他的社会主义乡土观。 在

这篇文章中，“吴坤煌虽然在否定 ‘乡土文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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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文薰：《1930 年代台湾文艺界发言权的争夺———〈福尔摩沙〉再定位》，《台湾文学研究集刊》，2006 年 2 月创刊

号。

事呈现出与‘中国语文’派相近主张，却在论及应

建设之文学性格之际，直接越过‘中国语文’派的

用语论，而肯定马克思主义文学的唯一价值。 对

于吴坤煌而言重要的并非使用何种语言形式，而

是‘以怎样的观点呈现，以怎样的生活 内容作为

作品构想加以描写’‘从怎样的观点出发创作’等

文学之内容、本质问题”①。 两年之后，吴坤煌在

《现在的台湾诗坛》 中评述当时台湾诗人的创作

情况所采用的评判标准，主要也是诗人在创作时

有没有“把握和歌唱台湾底现实”。
吴坤煌首先批判了随着日本左翼文艺 “转向”

而“转向”的“台湾艺术研究会”。 他认为研究会里

“两三个斗士之外，大部分的诗人，和旧来的吟风弄

月的汉诗人，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而是一

种形式主义或者是褪了色的超现实主义者”。 对苏

维熊的诗歌，吴坤煌基本上是肯定的态度。 虽然苏

氏在诗歌创作上成为“自然主义”和“达达 主 义”
者，但是吴坤煌对这种创作“确是一种 没有政治

自由和经济生活正在破产着的沉痛的 叹息的反

映”给予了理解。 吴坤煌也把苏维熊为民族性格

文化之现代化改造而进行的台湾民谣整理工作，
视作一种“功绩”。 对于巫永福，吴坤煌批判他“不

过是高兴辛辣语言的形式主义者”。 对翁闹、王登

山、江氏、郭水潭和垂映生等人，吴坤煌认为他们

“主张诗的永远的纯粹性”“从现实中逃避出来”“必

然地对社会没有关心”，“这是小布尔的胆怯底代表

的典型”。 至于诗人黄裕峰，吴坤煌批判到，他虽然

关心农民，但只是看到了他们的自然性，却没有注

意到农民的社会性。
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吴坤煌

认为“推进历史底轮齿的，就是大众”，而“台湾底

现实。 事实上是最迫切了的，在贫困化的农民和

中间层，正意识化下去的事实，是很显然。 并且左

翼派的诗人，就是他们的代辩者”。 台湾最早具有

无产阶级思想的诗人，吴坤煌举出了王白渊和他

自己二人。 吴坤煌对王白渊不论是用“三行律（即

啄木调）”创作的短歌，还是《行路难》《咏上海》等

作品都赞誉有加。 这也可以看出，吴坤煌的文学

创作观侧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至于 形式，只要

能很好地服务于主题就是可取的。
对于台湾白话诗， 吴坤煌只做了简单的说明：

“台湾青年，一方面为日本文化底×剂所侵蚀，他一

方面则为中国文化底更革命的潮流所波荡。 尤其是

白话诗人这两种倾向非常浓厚，那是当然的。 从而，
他们多少受了新月派和现代派底影响。 就中又崇拜

郭沫若先生和冰心女士，而描仿他底诗调。 ”在此，
吴坤煌并没有谈论白话文在台湾诗歌创作中的价

值和意义， 关注的依旧是诗歌的主题和本质问题。
在诗论方面，吴坤煌肯定了雷石榆对台湾诗歌发展

所提供的助力。 又讲了自己 9 月在 《台湾新民报》
“所投的巨弹”，但具体是指哪篇文章并未说明。 在

文章的最后， 吴坤煌表达了对台湾诗坛未来的期

许：“今后，如何的展开呢？ 好像诗论会活跃起来罢。
要是能够从此，振起沉滞了的空气而作为转换期的

目标，那就非常好了。 这成为台湾诗坛的中心问题

之一，事实上正在发展着的。 ”

四、结语

1930 年代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日本

的无产阶级运动被迫从社会政 治领域退缩 到文

学中。 受日本时局的影响，东京的中国大陆和台

湾左翼团体也不得不做出相应 的调整。 尽管 如

此，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 依

旧在十分有限的合法空间里做着不懈的努力。 此

时日本文坛呈现出的多彩样式，也为中国大陆和

台湾日趋僵化的左翼文学解开枷 锁， 打开新局

面。 从《台湾的创作问题》与《现在的台湾诗坛》这

两篇文章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在日本左翼运

动整体“转向”之后，旅日的部分台湾左翼作家所

秉持的一种较为开放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也看

到了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两岸交流愈加困难的

时代环境下，祖国与台湾青年在异国他乡为增进

了解、加强合作所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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